
“冬围”与骑射：清代满族八旗尚武精神的弘扬与消颓

刘凤云

　　摘　要：行围习武是满族的祖宗之法。 自努尔哈赤起兵、建八旗，便将行围纳入到军政建制中，形成一套行围

布阵制度。 清朝入主中原后，康熙帝将行围赋予了更深更广的政治意义，他在热河北部建围场，行“木兰秋狝”。 而

东三省的“冬围”，更是在着意培养满族幼丁及“新满洲”尚武精神、骑射技艺的同时，构建守卫东北边疆的国之铁

骑。 但是，随着满汉交融日久、重文轻武风气盛行，且为解决增兵扩军后的口粮短缺，满洲八旗被赋予了亦兵亦农

的身份，行围习武成为额外的负担。 而大批中原移民涌入垦荒，也改变了东三省人迹罕至、“斧锯鲜被”的繁茂森林

环境。 因此，满洲八旗的骑射技艺呈每况愈下之势，尚武精神日渐消颓，而晚清内忧外患的战争所造成的国力衰

竭，加剧了这种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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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武是满族的民族精神，而骑射，是满族尚武精

神的 表 达， 所 谓 “ 我 国 自 开 基 以 来， 首 重 骑

射” ［１］６９０。 “满洲根本，骑射为先” ［２］７１７。 在清王

朝逐鹿中原、驰骋天下的征战中，骑射被称为国之利

器，所谓“满洲八旗” “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
攻城则取天下” ［１］３８０。 故“我国家（清朝）以骑射为

业” ［３］４４６。 但是，随着清朝入主中原，被视为满族

绝技的骑射出现衰退迹象。 因此，为保持并发扬满

族骑射为先的本色，康熙帝在解决三藩分裂势力之

后，便将围猎这一满族传统的演武方式纳入八旗官

兵的军事训练中来，在加强对八旗子弟骑射技能训

练的同时，以尚武精神凝聚国家力量。 在以往的研

究中，相关问题主要聚焦于两点：一是骑射，讨论的

是满族骑射文化及其源流与演变、衰落①；另一个是

围场，学者或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或从历史地理出

发，再或是从围场管理等进行研究②，而以行围为研

究对象的则属鲜见［４］ 。
在学术观点上，王锺翰提出“国语骑射之不能

保持，与满族贵族的腐化堕落、直至清王朝的被推

翻，不能混为一谈” ［５］ 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 但骑

射的衰退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汉化”后的社会进步。
任何一种历史现象的由盛而衰，都是政治、社会以及

自然生态因素及其综合作用的结果。 本文认为，
“行围习武”作为满族祖制，被康熙帝赋予更深的政

治意义并置于国家正典之后，既关乎满族文化与习

俗的传承，也与国家政治命运紧密联系，在骑射走向

消颓的历史中，烙下的是清代国家衰败走势的印记。

一、承祖制建“秋狝”“冬围”大典

行围习武原本是满族打牲部族的生存之道，也
是适应战争环境形成的民族特性。 努尔哈赤在创建

八旗的同时，便将行围纳入军政建制中，形成一套行

围布阵制度③应用于战争中，而行围也被制以严格

的纪律。 天聪年间规定：“凡出兵行猎时，有为盗

者，论罪大小，或杀或罚，久著为令。”又曰：“每旗令

大臣一人专司统辖，有不随甲喇牛录行走逗留失次

者，皆执治之。” ［６］７９７。 所以， 行围讲武不仅有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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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且可谓满族的祖宗之法。
入关以后，清廷最初的围场是在京郊南苑，顺治

帝虽有塞外行围之举，但更多情况下是猎于南苑。
康熙初年，康熙帝先后于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 年）、二
十年两次北巡塞外，与喀喇沁、翁牛特部等会晤，以
加强联系，并准备在边外寻找围场场址。 可见，康熙

帝意在以满蒙行围习武的共同习俗，凝聚双方政治

上的统一性。 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在康熙二十年

的出巡中，喀喇沁郡王札锡、公吴特巴喇等，“因前

往相度地势，酌设围场，俱有勤劳，故加赏之” ［７］ 。
也就是说，这一次出塞，康熙帝在喀喇沁蒙古王公的

支持下，划定了塞外的围场地址，实现了既定目标。
围场原属喀喇沁旗、翁牛特旗的牧场，从热河北

行约四百里，途经隆化县至崖口，由崖口进入围场。
其地周围一千三百余里， “地当蒙古诸部道里之

中” ［８］２，为蒙古科尔沁、巴林、乌珠穆沁、翁牛特部

入贡的孔道，便于各部扈从行围。 两年后，康熙帝正

式启动“秋狝之制”，开始行围。 所以，《清会典》有
康熙“二十二年定圣驾行围” ［６］８０４－８０５的记载。 《热
河志》也有证曰：“圣祖仁皇帝因藩部敬献牧场，肇
开灵宥，岁行秋狝。”“皇上（乾隆）式遵前典，每以八

月行围塞上。” ［８］１就木兰秋狝设置的动因而言，是
清朝别具一格的“抚绥蒙古之典”。 “其行围时，蒙
古、喀尔沁等诸藩部落，年例以一千二百五十人为虞

卒，谓之围墙，以供合围之役。” ［９］诚如嘉庆帝所言：
“射猎为本朝家法，绥远为国家大纲。” ［１０］

需要指出的是，在康熙帝设置秋狝大典的过程

中，先于木兰秋狝成制的是设于盛京、吉林的“冬
围”。 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康熙帝第二次东巡至吉

林时，宣布在盛京、吉林建立冬围之制。 他以谕旨的

形式指示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瓦礼祜等

人，将围猎作为训练八旗官兵的首要事项，并列入常

年规划。 他说：“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亦不可无

时。 冬月行大围，腊底行年围，春夏则看马之肥瘠酌

量行围。” ［１１］３２由此，在盛京、吉林便开始实施一年

一次的“大围” “年围”，即所谓“冬围”。 此外还有

不定期的春、夏二季的小围操演。 康熙帝将中国自

古即有的帝王四季巡狩之礼纳入清朝的行围典制

中，即如《左传》所言“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是文化

上的双向认同与一统。
盛京、吉林的冬围是最先尝试将满族行围习武

的祖制家法落实到军事训练之中的，在清朝的军事

乃至政治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冬围的目的性及其

重要程度往往易被忽视。 与木兰秋狝不同，冬围是

康熙帝为驱逐沙俄侵略者，贯彻永戍黑龙江政治目

的的行政手段，是其在东北增兵布防、组建东北八旗

劲旅的重要步骤，也是捍卫边疆、建设“满族根本之

地”的战略组成部分。
自清军入关、迁都北京后，便以“盛京总管”统

兵留守盛京等处，但通计盛京的八旗驻防只有左右

翼两梅勒章京（副都统）统辖下的千余人。 所谓“世
祖诞膺大命，混一区寓，从龙甲士率入京师。 其留业

于此者，各旗果户外，千百余家耳” ［１２］ 。 顺治十年

（１６５３ 年），清朝对东北地区行政区划作出了重大调

整，升宁古塔梅勒章京沙尔虎达为昂邦章京，形成盛

京、宁古塔两昂邦章京共治东北的格局。 康熙元年，
改宁古塔昂邦章京为宁古塔将军驻守宁古塔④。 在

行政区划上，宁古塔将军的辖区要大出盛京将军辖

区的数倍，其北边囊括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广阔

地区。 但是，宁古塔的守军却只有八旗驻防 ４３０
人［１３］５１８－５２８，驻防兵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凸显出来。

康熙初年，清朝开始了就地征兵增员，组建东三

省八旗劲旅的规划。 顺治十八年，清朝向宁古塔增

兵 ５００ 人，是将内迁的东海女真库雅喇人编旗充

兵［１４］ 。 康熙十年，又将另一支东海女真墨尔哲勒

人编入旗下，为 ４０ 佐领，有八旗兵丁二三千人⑤。
同年，清廷开始在吉林乌拉设置副都统驻守，统领由

宁古塔移防的库雅喇人等［１３］８４２。 至康熙十五年，
吉林将军府自宁古塔迁至吉林乌拉后，驻防官兵约

有“新满洲兵一千二百二十一名” ［１３］５２７，是吉林八

旗驻防的主要军事力量。
此外，据《清史稿》记载，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向

黑龙江（瑷珲）发兵 １５００ 人，其中“满洲兵千，索伦、
达呼尔兵五百” ［１５］ 。 九月，增兵黑龙江，“派乌拉、
宁古塔兵五六百人、打虎儿兵四五百人” ［１１］１４８。 由

此建立起黑龙江的八旗驻防。 此后，清朝对墨尔根、
齐齐哈尔、呼兰等地也相继派兵驻防，其中有大批的

“新满洲”被编入八旗，成为驻防八旗的补充兵源。
以故，清人西清有论曰：黑龙江的“八旗佛满洲（旧
满洲）不过十一” ［１６］ 。

“新满洲”作为打牲部族，不乏射猎勇武之人，
但“马上技艺稍生” ［１７］ ，清廷的围猎，是讲求骑兵的

阵法和严格纪律的，所谓“马步骑射”“行围习武”不
失为训练的最好形式，也是满族“幼丁”继承祖辈尚

武精神及骑射技能的成长过程。
此外，东北的自然环境不失为天然的猎场，曾随

康熙帝东巡的传教士南怀仁说：“在辽东前方鞑靼

的边陲地方，我时常看到一个时辰就捕住一千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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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鹿和穴居的熊。” ［１８］ 并说康熙帝“此行打住的虎

有六十多头”。 即便是清朝官书《清实录》的不完全

统计，康熙帝出山海关后一路行小围，至盛京、吉林，
约共射殪 ３７ 只虎⑥。 扈从官员高士奇记载了康熙

帝在祭祖后于巡山至哈达城的一次行围。 他说：
“城在众山间，弹丸地耳。 材木獐鹿甲于诸处，每合

围，獐鹿数百，常开一面释之。 我朝行围讲武，使之

熟悉弓马，谙练队伍。 每猎，则以随驾军密布四围，
旗色分八部，各以章京主之，分左右翼驰山谷间，逾
高降深，名曰围场。 惟视蓝旗所向，以为分合，有断

续不整者，即以军法治之。”又曰：“行围之法，以镶

黄旗大纛居中为首，圣驾在大纛之前，按辔徐行。 两

翼门纛相遇，则立而不动，以俟后队渐次逼近，谓之

合围。” ［１９］

此外，对东三省八旗官兵而言，他们不仅有定期

的冬围，还要派出代表参加每年一次的木兰秋狝，即
“随围”。 所谓“随围”，就是各省的八旗驻防派出代

表到木兰围场参加以京城八旗为主的行围。 先是，
康熙二十三年四月，江宁将军瓦岱奏请率标下官兵

一年两次行围，康熙帝虽赞赏其行围习武的想法，认
为“各省驻防官兵若不令其每年行围习武，渐致怠

缓，军士将流于玩愒为非”。 但却有两点顾虑致其

迟迟不允各省在当地举行围猎：其一，“江宁地方驻

防虽久，向不曾令其行围，恐民人不知，以为骇异”。
其二， “ 又 恐 军 士 行 围， 借 端 抢 夺， 骚 扰 地

方” ［１１］１９４。
康熙帝一向认为，“天下虽太平，武备断不可

废。 如满洲身历行间，随围行猎，素习劳苦” ［６］８２６。
为此，驻防八旗实施行围习武的必要性，迫使康熙帝

于康熙四十一年谕令：“杭州、江宁、西安驻防满洲

官兵，无出差行走之事，徒自安居暇逸，必致颓情废

弛。 嗣后此三省令该管大员于官员骁骑校及兵丁

内，拣选在外省生长之人年力强壮、弓马娴熟者，每
省令二十四人来京，学习随围行走。 既得学习骑射，
亦可分别优劣以备升用。”开启各省八旗“随围”之

制。 康熙五十年，又议准“荆州官兵亦照杭州等省

之例，拣选来京随围学习。 其人数定为每省十有六

人”。 随围之制基本成型。 乾隆帝继位以后，以“驻
防官兵学习随围之事甚善”，将其推广到各省驻防

八旗，令照旧例轮班随围，各省人数有 ８ 人、１６ 人、
２４ 人不等。 乾隆十七年（１７５２ 年），规定东三省官

兵随围名额，盛京 ２４ 人、吉林 ２１ 人、黑龙江 １８ 人，
俱令驰驿来京。 旋因三省官兵抵京时日过早，而哨

鹿行围日期较远，令嗣后直接前往热河［６］８０４－８０５。

事实证明，以行围的方式训练满族“幼丁”的骑

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 行围原本是满族的基本生

存技能，用于军事之后，不仅可以操练满族的马步箭

技艺，同时还可以培养官兵的吃苦耐寒的毅力以及

布阵后的团队精神与严明军纪。 更重要的是，它是

满族尚武精神的传递与弘扬。

二、遍布东北的围场及清帝对
“冬围”的关注

　 　 自康熙二十一年，清廷在盛京、吉林实施“冬
围”制度后，两地便建起了诸多的围场，所谓“盛京、
吉林围场，每年猎杀牲兽，原为我满洲官兵操演技艺

而设” ［２］９１５。 围场大多依山而建，“盖有山者，始为

围场，山大则禽兽多，山小则禽兽少，故远近不能一

致” ［２０］ 。 盛京围场设于边门之外，刁书仁依据《盛
京典制备考》界定盛京围场大致南起龙岗山脉，北
至西丰县南，西自威远堡北，东至哈雅范岭，东西

１８０ 里，南北 ４９０ 里，相当今海龙、辉南、东丰、西安、
西丰等五县，划分 １０５ 围⑦。 赵珍则以台北故宫博

物院藏道光年间的《盛京围场图》为据，指出盛京围

场地处盛京北部临界吉林西南部，“东至本省参山，
西南至本省边栅，北至吉林界，东北至吉林围场。 围

场周环约有八百余里，共七十余围”⑧。 吉林围场界

连盛京围场，集中在吉林辖区的西北角，由吉林西围

场、伯都讷围场，以及阿拉楚喀所属蜚克图围场三个

围场组成。 西围场大致在今吉林省伊通、磐石、桦甸

境内，伯都讷围场在今吉林扶余、榆树两县境内，阿
拉楚喀蜚克图围场在今黑龙江省宾县、延寿、尚志、
方正、阿城境内⑨。

黑龙江围场建立的时间未见史书记载，当是在

雅克萨战事结束之后，分别是索岳尔济（索岳勒积）
和东荒围两大围场。 《黑龙江志稿》有曰：“江省大

围场有二，一在东荒，一为索岳尔济山。 东荒围场，
北逾通肯河，绥楞额山，东逾青、黑二山，周围数千百

里。 索岳尔济山为内兴安岭之正脉，树木丛生，禽兽

繁多，周围约一千三百里。” ［２１］１１６５ “西界喀尔喀车

臣汗部落，南界科尔沁乌珠穆沁部落，东与北俱界黑

龙江。” ［６］８２５东荒围场自南向北分布于呼兰、齐齐

哈尔、通肯（海伦）、布特哈、墨尔根、黑龙江等各个

副都统的辖区，面积广阔，以“周围数千百里”而言，
不仅大于“环约八百里之多”的盛京围场，也大于

“周围约一千三百里”的索岳尔济围场，当是东三省

最大的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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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小围场。 如位于奉天府金州的

“红螺山围场”、隶属盛京内务府的王多罗树围场

（由 １１ 处小围场组成）⑩，还有吉林恩格木阿林、萨
伦等 １１ 处小围场［２２］４５，而西围场也由 ２１ 个小围场

组成。 黑龙江除两大围场外，副都统驻防“各城另

有小围场” ［２１］１１６６。
由此可见，清朝的围场除了京郊南苑、热河木兰

之外，主要建在东三省。 而东三省的围场几乎遍布

三将军的各个军政辖区，其周环八百余里的盛京围

场，在东三省域地中以占比面积称最。 虽说当时的

东三省地广人稀，但清朝能够在有限的土地上建如

此多的围场，足见清帝对东三省八旗官兵在“冬围”
中完成行围习武目标寄予了厚望。

可以说，最初的行围是有成效的。 但不过十余

年，在康熙三十七年的第三次东巡中，康熙帝发现，
在行围时盛京将军“公绰克托观射时，不辨士卒骑

射优劣，惟务闲谈”。 康熙帝立将绰克托以失职黜

革，命贝子苏努署理盛京将军。 及苏努陛辞，又谕

之：“尔至任，勿复蹈此辙。 又盛京地方习俗颓坏已

极，闻兵丁派出差役，不去者有之，去而私回者有之。
尔至其地，择其尤者，严处一二人，若辈始知惩创

矣。” ［１１］１００２而此次冬围中，八旗官兵的懈怠，也引

起康熙帝的重视，遂决定进行整顿。
是年十二月，经议政大臣等会议议准，康熙帝将

盛京、吉林八旗中层将领的拣选权收归中央。 他认

为，“盛京、乌喇（吉林）等处官兵不知法度、不谙军

令，皆由协领等员不能约束之故。 嗣后，乌喇等处自

协领以下骁骑校以上官员缺出，俱于在京八旗内拣

选才能者补授” ［１１］１０２５。 康熙四十六年，以“协领巴

勒，马步射俱优，人材壮健，视其管辖围猎甚佳”，超
擢升“为盛京副都统” ［１１］３０６。 而后，康熙帝多次强

调：“满洲身历行间，随围行猎，素习勤苦，故能服

劳。”为使“武备断不可废”，凡补授武官，“必简用曾

经效力及弓马娴熟者，以此人皆互相激劝，学习弓

马，黾勉效力” ［１１］４６５。
康熙帝在其有生之年始终都在强调以行围狩猎

的方式操练八旗官兵，以保持满洲尚武精神，在临终

前一月他仍在南苑行围。 他对近御侍卫等说他的骑

射哨鹿等行猎诸事皆自幼学习。 “朕自幼至今，凡
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
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 哨

获之鹿凡数百。 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

矣。 朕曾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他告诫众人：
“以尔等年少，宜加勤学。” ［１１］７８１正是在康熙帝的

影响下，行围作为祖制，为其继承者遵循并发扬。
雍正帝继位后，虽然“校猎讲武一事，朕年来未

一举行” ［２３］７３５，但同样强调，“国家武备，关系紧

要，不可一日废弛”。 乾隆帝说乃父“虽十三年未经

行围，而圣心实欲训练满洲，人皆娴于武事” ［１］８９１。
嘉庆帝也有同样的表述，说其祖“虽未及亲举行围，
而训练满洲之意，未尝一日忘也” ［２４］５１４。 乾嘉二帝

虽有为父祖美誉之意，但也系语出实情。 雍正帝在

执政期间，反复强调：“武职人员，原因骑射而得功

名，当以弓马之优劣为授官之先后。” ［２３］１４６ “营伍

骑射，须时加操演。” ［２３］２０５

对于满族发祥地的武备建设，雍正帝也曾有过

设想。 雍正九年（１７３１ 年）十月，他以盛京城小，提
议要在中后所一带兴建一大城，专门用于培养满族

幼丁的武事训练，使之“公同学习行围、打牲、行军、
调遣”等。 他谕大学士鄂尔泰等曰：“此等人可进山

行围， 练习技艺。 倘有可使用之处， 调遣亦近

便。” ［２５］说明雍正帝对八旗尚武精神及武备技艺高

度重视。 他在谕旨中对自己十三年未曾举行木兰行

围，给出两点原因。 他说：“予之不往避暑山庄及木

兰行围者，盖因日不暇给。 而性好逸、恶杀生是予之

过。 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行，习武木兰，毋忘家

法。” ［１］６００

乾隆帝继位以后，以木兰秋狝为“校猎行围大

典，岁频举行” ［１］３３０。 但对冬围的训练也毫不放

松。 在乾隆六年的木兰行围中，他称赞：“所有随围

之兵丁，首推东三省暨察哈尔之巴尔呼等，汉仗好，
马上熟练，手技便捷，行围整齐。”指出：“兵丁精强，
习学马上技艺，俱在平素操练。 即如各省弁兵，每年

操演围猎。”要求：“各该管大臣官员等，务须悉心训

练兵丁以马步骑射围猎之法。” ［１］１１４５为培养“满族

根本之地”八旗的骑射技艺，乾隆帝对三地官兵代

表赴直隶热河学习行围的事项十分关注。 如乾隆三

十五年十月，因“今岁盛京、吉林两处保送人内拣选

新满洲索伦、乌拉齐、达呼尔、库雅拉等送来，锡伯无

一人”，遭到乾隆帝的批评，责其“所办甚属拘泥”，
“若如今岁盛京将军恒禄等苟且充数、拣选前来，则
不可也” ［２６］ 。

有关派员学习行围的具体情况，据保留下来的

几份档案可知，清廷要向前往学习的官兵发放路费，
在学习行围过程中，考核成绩优者清廷还发银予以

奖励。 如乾隆三十八年秋，盛京学习行围官兵二十

四人，按例发放四十日路费［２７］ 。 四十七年七月，
“派赴热河学习行围，盛京官兵二十四员名，吉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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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二十一员名，黑龙江官兵十八员名”。 “向例，东
三省学习行围官兵自抵热河之日起，应支路费银一

钱三分”。 此次盛京、黑龙江官兵可领 ５５ 日路费

银，吉林官兵可领 ５０ 日路费［２８］ 。 又如，是年秋狝，
盛京、吉林、黑龙江的官兵六十三人校射，“布靶内

中四箭官一员、兵二名，中三箭兵十一名，照例赏

给”。 “射中四箭，官每员赏银十五两，兵丁每员赏

银十两。 射中三箭兵丁，每员赏银五两。” “无论曾

否射中，佐领七员，每员赏给官缎一匹，防御五员、骁
骑校三员，每员赏给官缎半匹，兵四十八名，每人赏

给一月钱粮。” ［２９］次年八月，三省“官员兵丁共六十

三员名校射布靶内，中四箭兵三名，中三箭官四员、
兵六名，照例赏给” ［３０］ 。

乾隆帝在东巡、秋狝等场合中，还多次借先祖所

用弓矢，躬身示范，传达满洲骑射之必要性。 所谓

“矢计长四尺，弓知劲百钧” ［３１］ 。 每逢阅射时，“必
亲御弓矢身先示度” ［３２］ 。 ６０ 岁以后，乾隆帝“仍每

岁行围木兰，特欲令满洲臣仆服习劳苦，熟谙技艺之

意” ［１］１１５８。 他自诩：“朕每岁行围，犹能于马上驰

射，此乃众所共见者。”着通谕阿哥诸王凛遵祖训，
黾勉奉行，传之子孙毋替［１］６９０。

三、重文轻武风气的盛行与
八旗骑射技艺的衰退

　 　 雍乾以后，在儒家文化的濡染下，重文轻武的风

气已经形成。 所谓“今天下承平日久，人多重文轻

武”，而风气的影响同样波及东三省，如乾隆说：“满
洲人等之崇尚虚文，不思遵守旧俗，所关綦重，实不

可不急为挽回整顿者。” ［１］６６１但是，受中原儒家文

化的濡染越深，重文轻武的风气越重。 乾隆年间，不
乏官员“不令其子弟挑补侍卫、拜唐阿，惟蓄意图得

文职而舍技艺”者，为此，乾隆帝不时予以敲打、警
告［３３］ ，但却解决不了满族人对儒家文化从心理上

的认同。 嘉道之际，吉林将军富俊提议在吉林白山

书院“课生徒，学习文艺”，遭道光帝严厉申斥。 朱

批曰：“舍本驱末断不可行。” ［３４］ “东三省为我朝根

本之地，原以清语骑射为重。 朕屡次申谕，总期崇实

黜华，弓马娴熟，俾知共守淳风。 富俊系满洲大员，
且在东三省年份最久，于该处旗民本计，自应遵照旧

规，实力讲求，方为不负委任。 乃议课生徒，学习文

艺，必致清语日益生疏，弓马渐形软弱。” ［３５］令传旨

严行申饬。 道光五年（１８２５ 年）二月，受到道光帝斥

责的富俊奏请赏发清文五经与户礼工等部续纂清文

条例，以阔见闻、资治理［３６］ ，道光帝立即应允，“武
英殿查照该将军单开各种书籍，装钉齐全，预备该将

军派员祗领” ［２］２７７。
可见，清朝一直视“国语骑射”为国家文化之

本，视东三省为满族“根本之地”。 “国语勤习，骑射

必强”当为旗人首要之务。 故对在东三省汉学教育

的普及势头感到了担忧。 但骑射是满族早期打牲经

济活动的产物，它存在于人烟稀少、野兽不时出没的

山林生态环境之下，在进入中原以后，骑射已与现实

生活逐渐脱节，不再是生存的本能或必需，只是彰显

满族身份的元素而已。 骑射的式衰也就成为势所必

然。 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官兵行猎中不以弓箭，多以鸟枪，且雇用

炮手。 甚至连“民习游牧畋猎，以骑射为能”的索伦

部也不例外［２１］９。 乾隆十五年，乾隆帝获悉这一现

象后，备感忧虑。 在他看来，“索伦等围猎，从前并

不用鸟枪。 今闻伊等不以弓箭为事，惟图利便，多习

鸟枪”，久则必废骑射。 谕曰：“我满洲本业，原以马

步骑射为主，凡围猎不需鸟枪，惟用弓箭。”“况索伦

等皆猎兽之人，自应精于弓箭，故向来于精锐兵丁内

尤称手快。 伊等如但求易于得兽，久则弓箭旧业，必
致废弛。”责令将军傅尔丹，令索伦此后行围务循旧

规，“用弓箭猎兽，将现有鸟枪，每枪给银一两，概行

收回”。 并规定：“凡遇围猎，毋用鸟枪，仍前专用弓

箭，务复旧习。 不但超列优等，而善马步射者，可被

恩升用侍卫等官。” ［１］１１３０

乾隆帝不惜动用银两来收缴鸟枪，又以奖励升

迁的方式激励专用弓箭之人，表达了他对八旗官兵

放弃弓箭可能丢失满族根本的极度担忧。 在他看

来，“若废骑射”，是“待他人割肉而后食”，“朕发此

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 在朕身岂有更变之理，恐
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

耳” ［１］３８０。 不过，令乾隆帝引以为虑的事情早已成

为事实。
嘉道年间，以鸟枪射猎已经十分普遍，如嘉庆十

年（１８０５ 年）嘉庆帝首次东巡，见行围时“吉林官兵

习猎者多用鸟枪，亦佩带弓箭” ［２４］８４９。 嘉庆二十三

年二次东巡，“盛京兵丁竟致雇觅炮手用枪击打，杀
虎亦不用枪刺，只用鸟枪，其技艺迥逊于前”。 据盛

京副都统富祥奏称，“每值演围，派兵一千名随往。
向例围毕，每兵一名交鹿一只、鹿尾两个。 兵丁等恐

交不敷额，雇觅炮手数百人用枪打逸出鹿只，卖给兵

丁交纳。 此项炮手均由将军衙门发给印票随往，以
备枪打围外逸兽，如有虎熊亦用枪打等语”。 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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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不由得感叹：“满洲之技艺失矣！”他下令新任将

军松筠彻查听任兵丁等雇觅炮手给票之事始自何任

将军， 明年行围时着严行禁止， 并酌议章程具

奏［２４］８３５。 又曰：“满洲行猎旧制专用弓箭，虽间用

鸟枪，并非置弓箭于不用。 今该处官兵用鸟枪者甚

多，可见佩带弓箭捕牲者甚属寥寥。 若不实力整饬，
相沿日久，必致不习弓箭，废弃满洲本业矣。” ［２４］８４９

但直至道光朝，非但鸟枪无法禁绝于围猎中，黑龙江

将军奕颢在其操演训练章程中，竟有常设火器营和

鸟枪营之请［２］１１６０。 而“雇倩（请）炮手演围”的陋

习也从未被禁止􀃊􀁉􀁓。
其二，兵丁上缴猎物系以银两购自民间。 乾隆

四十四年九月，皇帝三次东巡后，发现“伊等每年所

交鹿只等物而言，盛京兵丁所交者，俱较吉林、黑龙

江所交为多，然并非伊等自行射殪者，闻俱以银买民

人所猎者交纳”。 遂痛斥曰：“满洲旧习，竟致荒废，
伊等岂不可耻？ 此皆缘历任将军不重视，未能勤加

教训所致。 若不实力整顿，日甚一日，大有关系。”
寄信福康安，着令“妥为留心盛京满洲兵，训练伊等

骑射，行围时将军亲身督率射猎，务令伊等技艺精

强，以复满洲旧习” ［３７］ 。 乾隆帝所以指责盛京将

军，是因他此前先已获悉，“从前盛京将军等，有将

围猎所获鹿尾变卖者，此乃甚为卑劣之习气”。 故

兵丁从民间购买猎物上缴，乃属于上行下效。 为扭

转恶习及颓废之风，乾隆帝先后派出信任的宗室大

臣恒禄、增海、弘晌，以及福康安出任盛京将军。 乾

隆三十七年六月，增海在接任盛京将军时，乾隆帝有

旨明确曰：“盛京满洲习俗颓废，不堪入目。 恒禄在

职时，为此辈之满洲语、马步箭平常、习俗颓废而甚

着急，尽力整饬。” ［３８］但衰颓气象已是积重难返，成
为乾隆帝第三次东巡必须正视的问题。

其三，行围中，官兵不仅中靶少、管围大臣擅离

职守，且有“不拴马”（不养马）者。 早在乾隆帝第二

次东巡后，就曾斥责“盛京官员及军丁等骑射及马

上技艺俱是儿戏” ［３９］ 。 至嘉庆朝，盛京八旗已是

“骑射多未娴习”。 先是，嘉庆十年，皇帝首次东巡，
盛京“该处官兵布靶，中三箭者仅止一人”。 嘉庆帝

便以为是弓箭出了问题，并将中靶少的原因迁罪于

盛京将军富俊身上，称“盛京官兵所以未能多中布

靶者，总由富俊迂谬，教以硬弓，是以不能善射，徒事

虚名而无实用” ［２４］１２３。 随后，在黑龙江墨尔根的行

围中，发生了管围大臣不进围内的严重事件，被行围

领纛大臣绵亿等参劾。 曰：“侍郎副都统明志、散秩

大臣公舒明阿管围平常，本日于墨尔根行围，擅离所

管地方，由围外行至看城，竟未进围。”嘉庆帝以“行
围所以肄武，法同用兵，阵式务当严密”为由，将二

人以疏懒不堪降革罚俸有差［２４］１５６。
嘉庆二十三年嘉庆帝二次东巡中，发现不少满

族旗人不再“拴马”，即吉林、黑龙江兵丁行围，虽然

“仍于马上射兽”，但因“年久打牲者渐少，官兵等或

有竟不拴马者，遇有差使，雇借乘骑” ［２４］８４１。 嘉庆

帝认为，“此种习气，断乎不可。 马上技艺系满洲至

要之事，倘不自拴马匹，则技艺必渐至生疏，将来竟

有不能乘马者”，传谕将军赛冲阿、富俊、松宁详细

察看三省情形［２４］６４０。
从乾嘉两朝八旗官兵在行围中所现骑射技艺每

况愈下的状态，可以清楚地看到，“满洲本色”已经

发生了嬗变［４０］ 。 在满族“根本之地”，骑射所必需

的马匹、弓箭逐渐在生活中退居次要地位，马匹可以

租借，弓箭已被鸟枪、火炮取代。 所以，朝鲜燕行使

者有评价曰：“行围一事，原为满洲操演技艺而设。”
而现实是，“骑射及马上技艺俱是儿戏”，可谓满洲

旧典旷废、本色尽失􀃊􀁉􀁔。 嘉庆帝正是意识到这一点，
在嘉庆二十五年初反复强调，官兵若不养马，“则日

久于一切行围马上技艺必致生疏”，寄谕吉林、黑龙

江将军等转饬该管官员，“务各令兵丁熟练马上技

艺，遵习旧业，俾各有勇” ［２４］８４１。 足见，清朝历代皇

帝对满族骑射寄予了高度重视，为唤起八旗军伍的

尚武精神，他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道光二年

（１８２２ 年）二月，黑龙江将军奕颢等覆奏行围操练章

程。 道光帝大力提倡，有旨曰：“东三省乃我朝根本

重地，士马骁腾，甲于天下，一切操练断不可沾染绿

营习气，工于式样架势，总以强壮便捷为要，而弓箭

鸟枪，又以马上娴熟者为要，如此则不失我满洲旧风

也。”但对于奕颢奏请常设火器营和鸟枪营，道光帝

的批复却颇为犹豫，担心加强鸟枪的训练会误及满

族的骑射，着新任将军松箖等详细查明，另行核议具

奏［２］５２７。 足见，道光帝的强国观念仍固守在以满族

骑射驰骋天下的思想上。
然而，满族八旗骑射的衰落已成无可挽回之势。

道光年间的燕行使臣成海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清人之始也，八旗子弟皆魁杰雄勇。”“今升平将二

百年，其族类皆颓靡。” ［４１］

四、东三省八旗骑射技艺衰退的原因

纵观东三省八旗官兵骑射衰退的过程，可以看

到它的趋势形态，是大环境裹挟的结果，是不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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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为转移的。 综合各方因素，可以看到主要有如

下三个方面。
其一，围猎环境的变化。 早期围场受到开垦大

潮的冲击，被开垦成耕地者有之。 后期是盗猎滥伐

事件频仍，而大量移民的涌入，致使原本人迹罕至的

东三省随处都可见到烟火人家，直接改变了当地的

生态环境。
围场的破坏始于耕地的开垦。 清初，为改变东

北荒凉的状态，鼓励垦殖，八旗官兵皆分有土地，同
时向中原汉人“招民垦荒”。 辽东、辽西等地大面积

的土地被开垦成皇庄、官庄、旗地以及民地。 面对耕

地需求的不断增长，围场被开垦的现象愈加频繁。
最初，奉天府“金州、义州、广宁三城兵丁，直至红螺

山，在口外行猎”，每年会于红螺山等地狩猎。 康熙

二十六年，清朝“将柳条边外展，以致所猎八围皆在

边口内，陆续设庄头四十九家，于山谷居住村庄甚

密，故不见兽迹。 再，二围虽在口外，但围内蒙古人

亦种田。 每年虽合围，因无野兽，兵丁不得习射马步

箭，且马膘枉然消瘦” ［４２］ 。 因此，将军那苏图等奏

请停红螺山围猎。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黑龙江和吉

林。 尽管乾隆五年，清朝对东北实施了“封禁”，但
仍阻挡不了大量蜂拥而至的移民潮，以及当地农民、
牧民人口的增加。 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乾隆帝发

谕旨将黑龙江的索岳尔济围场退还给索伦、蒙古。
理由是，索岳尔济围场甚远，俱与索伦、蒙古扎萨克

接壤，“吉林、盛京地方现成围场甚多，俱足敷行猎，
尚不需用索约勒积围场”。 实质是要把黑龙江闲置

的索岳尔济围场归还给索伦、蒙古扎萨克，以增加其

牧场的范围［４３］ 。 自此，索岳尔济分属黑龙江、喀尔

喀车臣汗、乌珠穆沁、哲里木盟四处。
嘉庆二十三年十月，将军富俊奉旨筹议京旗移

垦屯田事宜，对伯都讷围场详加查勘。 随后富俊向

清廷奏报，“查明伯都讷围场荒地”可备京旗移垦。
道光初年，经大学士伯麟等会议，富俊查明，伯都讷

空闲围场“既无林木，又无牲畜，约计地二十余万

垧，天地自然之利，可资旗人万年生计” ［２２］１６５。 但

由于京旗旗人不愿远行东北，遂实施“招民垦种”。
道光四年十一月，伯都讷围场正式招民垦种，而围场

被全面放垦是在“冬围”停止之后的咸同光三朝􀃊􀁉􀁕。
伴随大量荒地及围场被开垦、移民人口增多，以

及森林覆盖面积减少，野兽也逐渐减少。 乾隆八年，
乾隆 帝 东 巡 盛 京 时， “ 十 余 围 内， 即 杀 十 余

虎” ［１］６６５。 吉林将军冬日行围，“所获麋、鹿山积，
择其肥者以进，岁率千余” ［４４］ 。 但不过数十年，乾

隆六十年十一月，由盛京将军统领的围猎，“此次仅

得五虎”，乾隆帝十分不满。 谕责将军琳宁，认为是

“行围之人避虎而行，杀此数虎充数耳”。 他说：“捕
杀老虎，亦系我朝满洲才技，断不可失。 果因地方险

峻，捕虎实不得力，使用鸟枪射杀一二，亦无不可，但
不可只图易得，俱赖鸟枪也。 着将此一并传谕琳宁，
嗣后围猎务必寻往有虎之处捕杀，以期多得，断不可

如此枪杀数虎，塞责充数。”盛京围猎，通常是要满

足朝廷每年祭祀所供之物，关系到国家的大祀祭礼。
而且，在乾隆帝看来，野兽繁多还寓意着由打牲起家

的清王朝国运的昌盛。 他说：“本朝元气深厚，野兽

繁殖方才如此之盛，实风水所系也。” ［４５］ 但他却无

法扭转已成趋势的围场乱象。
嘉道以后，围场又出现盗猎、滥伐的危机。 据道

光七年盛京将军富俊奏：围场内不但有人“私行放

入民人偷砍树木”，而且猎物几乎被盗猎者猎光，
“上年（道光六年）行围，猎打数围未获一鹿，且围场

内时有贼人支搭寮棚” ［２］９１５。 可见，已有盗猎者长

时间潜伏在围场之内，而偷挖鹿窖已成为一门盗猎

技能。 以故，自道光元年至六年，偷挖鹿窖案件接二

连三。 道光帝为此处分了前任盛京将军晋昌，以其

失察、不胜将军任调回京城􀃊􀁉􀁖，但继任者仍然杜绝不

了盗猎的发生。 同治八年（１８６９ 年），皇帝说：“东三

省举行冬围，非徒为捕进口味，实以操练官兵技艺。
本届奉天冬围捕打虎只，未能足额。 该官兵等平时

技艺生疏，已可概见。 且围场卡伦均有官兵戍守，若
非任令匪徒偷打牲畜，鹿只何至稀少！” ［６］８２５

其二，盛京八旗兵丁大都以农为业，成为自耕

农，而行围则成为他们的额外负担。 据记载，雍正年

间，锦州城守尉舒弥达在一份奏折中对所辖八旗兵

丁行围状态作了陈述。 他说：“臣所管锦州城十三

佐领、陆路八佐领、三关口兵人等，俱令验射，其甚弱

者解退，生者记名，交付该佐领指教，至于箭好者，给
弓价银各二两，平常者给披子箭价银各一两，以资鼓

励。 又因兵丁等阑带撤袋，故臣从京城造撤袋百副

带来，以给有功之兵丁等。 于围猎所看兵丁帐房，破
烂不堪，故每佐领给帐房各四副。” ［４６］可见，彼时盛

京实施行围不过四五十年，就已经暴露出八旗兵丁

的贫弱与装备的不堪。
在历次的行围中，盛京八旗多以骑射不佳而屡

受叱责。 乾隆四十四年九月，乾隆帝在三次东巡后，
更是直接申斥曰：“阅盛京满洲兵行围杀兽，不但不

如吉林、黑龙江兵，尚不如京师满洲兵。” ［１］６４２盛京

八旗骑射虽然不比出自渔猎、游牧部落的索伦、达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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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锡伯、鄂伦春等，但他们又为何连京城八旗都不

如呢？ 作为当年奉命留守看护“根本之地”的盛京

八旗何以衰落至此？ 同治元年（１８６２ 年），盛京将军

玉明在奏折中应该讲清了这一问题的症结。 他说：
“盛京八旗官兵与各省驻防情形不同。 当初旗丁讨

垦地亩务农为业，后设充兵额，因饷糈不足，食用又

无甲米，复奏拨随缺伍田以养赡身家，并历经议奏复

准，一年分两季操演，以四个月为制，春季自二月初

一日起，至三月底止，秋季自七月初一日起，至八月

底止，余隙归乡耕作，借资务农谋生，是以屯居者十

有八九，城居者尚不及一二。 虽官至协佐，仍多寄

寓，故世族寥寥。 所有居官住省者，均系各部文员，
其子弟亦皆另图进取，多就文职，不愿入伍。 至各兵

平日在城，则有分班看守城池、仓库、监狱、巡更、值
宿，及在衙署各旗办理文案、书写事件、驰递文报、解
送案犯，并边外看管围场，各台驻班巡防等项差徭，
倘遇征调缉捕防堵之役，先尽精壮者挑派，每逢比查

户口之年，各旗佐领即按照册档查验幼丁，粘签标

记。 已至十七八岁者，即传至城中教以骑射、枪技，
并无饷糈，自备资斧。 每佐领下各备有一二十名不

等，遇有甲兵缺出，即以此项幼丁挑补。” “近年来，
征调频仍，一有缉捕防堵之差，所有官兵虽遵例住

操，后亦不能概准回乡务农，大半在城听候备用，几
至终岁充差，无暇农作谋生，未免赔累。 是以近来幼

丁竟视拣选行伍为畏途，实与京师并各省驻防旗丁

专赖食饷养家者迥乎不同。”且“查明近山各城闲散

（兵丁）多不谙围猎，未习枪炮，且均不愿远行，废其

农业” ［４７］ 。 从玉明以上表述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

盛京八旗原本就有“饷糈不足，食用又无甲米”的规

制，需要自己种田维持生计。 不比京城与各省八旗

有固定的禄米来源，可以保证衣食无忧。 二是平常

时节，每年要拿出四个月的时间行围操演，本就影响

业农，且“并无饷糈，自备资斧”。 这无形中又增加

了兵丁的经济负担。 三是道咸以后战事不断，兵丁

“几至终岁充差，无暇农作谋生”。 因此，兵丁既不

愿行围操练，更不愿远行而旷废农业。 玉明说：盛京

八旗“实与京师并各省驻防旗丁专赖食饷养家者迥

乎不同”。 也就是说，盛京八旗兵丁的身份已在依

赖农耕维持生计的过程中逐渐向普通农民转化，
“均不愿远行（围猎），废其农业”。 而且，这些旗丁

自幼就缺乏骑射技艺的训练，以至于“近山各城闲

散（兵丁）多不谙围猎，未习枪炮”。 以故，他们为完

成上缴年例的贡物，不得不购买于民间猎户。 也就

是说，盛京八旗是为亦农亦兵的双重身份所累。 与

京城及各地驻防八旗单纯依赖俸饷不同，东三省八

旗自驻防以来，他们需要自己解决粮食的供给问题。
雍乾以后，盛京的“佛满洲”大都成为拥有土地的自

耕农，他们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附着在土地上。
而吉林、黑龙江的“新满洲”也都经历了从“编旗充

兵”到“滋于稼穑”的转换。 因此，八旗制度在东三

省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八旗兵丁自身骑

射技艺的发展，而尤以盛京八旗最为突出。
其三，财力的匮乏导致晚清行围的艰难，意味着

满族骑射复兴的无望。 自咸丰以后，清朝在内忧外

患的形势下，因用兵征剿，官兵不敷差遣，财政出现

了捉襟见肘的现象，行围大典的举行时兴时废。 嘉

庆二十二年，清廷缩减黑龙江木兰秋狝随围人数，原
因是“黑龙江之索伦、达呼尔等技艺本能娴熟”，“若
每次派善猎人员照例前来，路途遥远，恐伊等未免糜

费。 嗣后将随围之黑龙江善射人员三十名裁减一

半” ［２４］４０２。 而木兰秋狝也在道光帝继位后，伴随国

力的衰弱而废止。 道光十七年道光帝在上谕中说：
“我朝木兰秋狝，原以习劳肄武，嘉惠蒙古。 朕临御

以来，尚未举行。” ［２］７４４自此，象征盛世气象、国力

蒸蒸的木兰秋狝大典不复举行。
相较于木兰秋狝，冬围是在咸丰二年 （ １８５２

年）、三年在东三省各将军的奏请下，先后暂停。 但

在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同治小皇帝登基不过半年，朝
中就有人上“饬练东三省官兵一折”，以“盛京、吉
林、黑龙江马队官兵夙称劲旅，从前各处用兵均能冲

锋陷阵，所向无前，近来屡次征调，渐至疲软”为由，
请恢复东三省的行围。 随即两宫皇太后批准了这一

奏请，令玉明、景纶、特普钦三将军督同副都统等严

定章程，无论在城、在屯一体训练。 三将军中唯有盛

京将军玉明表态，“盛京遵照旧章举行围猎，惟挑选

余丁，势多窒碍”。 景纶、特普钦直接回绝，曰：“吉
林、黑龙江库款支绌，若添派余丁，无项可给，仍请暂

缓围猎。” ［４８］３５８盛京将军玉明虽然应允举行冬围，
但从其“挑选余丁，势多窒碍”陈说中，可以判断出

玉明在很大程度上也难以兑现行围的承诺。 而且，
他还提到，盛京冬围自咸丰三年暂停后，虽亦筹议再

举，但因连年征调，“不但兵不敷用，且每次围饷必

需一万数千两，因经费支绌，是以按年奏请停止，迄
今已逾九载”。

东三省为满族“根本之地”，清朝在财政上一向

对东三省实施倾斜政策，乾嘉时期，清廷每年按数拨

付东三省八旗官兵俸饷银 １２０ 万两［４９］ 。 此外，并
给予主管东三省财政的盛京户部拥有定期“赴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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饷”的特权，以随时增补款项［５０］ 。 除了部拨之外，
还有外省的协饷接济，也就是说，东三省八旗官兵的

俸饷是清朝必须保证的财政支出，但在行围中，不仅

俸饷无着，就连行围所需的万余银两也无所筹措，甚
至需要将军向商户借垫。 这足见国力的衰弱，已经

难以支持国家正常的军事演练了。
同治七年九月，再度有人奏请东三省举行冬围，

所谓“现在各省军务渐就肃清，东三省官兵陆续凯

撤回旗，正宜及时举行围猎以复旧制”。 皇帝下旨

曰：“自军兴以来，东三省官兵征调频仍，且俸饷未

能如期照数关领，由是行围之事久已停止。 该官兵

等弓马技艺不免生疏，围场之内游民溷迹。” “着都

兴阿、奕榕、富明阿、德英查照旧章奏明举办。”并承

诺“所有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官兵应领俸饷，或
按季全数发给，或加成开放” ［４８］３８３。 但从可以查阅

到的档案资料获悉，同治年间举行冬围的主要是吉

林、黑龙江的官兵。 光绪年间偶有行围的只有黑龙

江的官兵，而且他们都面临着俸饷欠发和冬围经费

不给的问题。 如同治七年末，吉林将军富明阿奏称：
“早年捕打冬围，官兵所需行装、资斧、口粮，一切均

系借支本身俸饷。 自军兴以来，需款浩繁，所有吉林

官兵俸饷均遵部咨减成发放，加以垫办。 本省各项

差务冗繁，核计每官每兵每季所得俸饷尚不及半，况
因项款不接，每于散放时无不寅指卯项，尤难养赡身

家。”同治四年虽奉旨给予全饷，但有名无实，“吉林

库款空虚”，若于明岁捕打冬围，须将全俸拨给，计
４１．２ 万余两［５１］ 。 清廷虽然允准，但饷银却迟迟不

至。 同治九年七月，清廷再度降旨要求，“吉林本年

冬季举行围猎，随围官兵应领赀装等项银两，除抵用

外实需银一万二千余两，拟请在河南驿站存剩银内

拨给” ［４８］９６８。 不得已，是年十月，署理吉林将军毓

福自陈，将统领 １５００ 名官兵携带锅帐进山［５２］ 。
黑龙江的情况与吉林不尽相同。 嘉道以后，行

围地域主要在齐齐哈尔、墨尔根、瑷珲、呼兰、呼伦贝

尔、布特哈六城，道光十七、十八两年，此六城官兵仍

按制举行冬围􀃊􀁉􀁗。 但冬围的范围、次数，以及参与的

人数都在减少。 同治元年呼伦贝尔、布特哈两处兵

丁分别由呼伦贝尔署总管那尔胡善、布特哈署总管

讷依棒阿督带官兵在库木尔等处按照旧章围

猎［５３］ 。 同治八年十一月，黑龙江将军德英奏报，其
此次参加围猎官兵只有 ５３０ 余人［５４］ 。 可见，黑龙

江八旗的行围也是衰败态势，而且他们同样存在经

费拮据的问题。 同治十二年，在清廷一再的督促下，
黑龙江将军德英拟重振八旗士气，决定大演冬围，但

提出拨饷的请求。 他在“遵旨督饬黑龙江各城官兵

一律裹粮进山围猎”一折中说，此次参加围猎官兵

有两千余人，照旧章需饷 １４８７０ 两􀃊􀁉􀁘，应由河南协

饷。 但因迟迟得不到河南起解饷银的信息，这次冬

围的款项不得不先期向铺商借垫。 此后，盛京、吉林

鲜见有行围的记载，唯黑龙江偶有举行。
至光绪元年（１８７５ 年），黑龙江八旗举行了最后

一次冬围，由齐齐哈尔、墨尔根、布特哈、呼兰、巴彦

等驻防八旗，分两队进入东荒围场的青山、黑山，在
围猎的同时，兼行剿匪。 黑龙江、呼伦贝尔的驻防八

旗因距东荒围较远，未能参与，但最重要的是无行围

经费，“咸丰以后，部拨装银岁岁短解，官兵无力自

垫，时或停止。 自光绪元年大行围后， 遂不复

举。” ［２１］１１６６清人徐宗亮所记黑龙江的围猎有曰：
“旧制春秋皆有例操，而冬季行围，尤为巨典。 霜降

冰合之期，将军诹吉，会副都统以下官出临旷野，历
数百里不等，大集各城兵官，布场校猎，三数日后，获
禽以归，遵旨分别赏罚有差。 军兴而后尚拨定专款

万五千金，由山东协解，虽多寡迟速，时数无定，而停

止各围，银归别用，则已奏明有年矣。” ［５５］清廷引以

为傲的八旗骑射也预示着复兴的无望，在西方列强

的枪炮声中走向了衰落。
清朝的“行围习武”，从生存之道演变为国家制

度，由绥抚蒙古到弘扬满族尚武精神，在清朝崛起的

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行围的内容及其仪

式感，始终承载着清朝实现国家一统的政治使命。
但行围毕竟是打牲部族在森林与草原环境下的产

物，随着清朝入主中原日久、深度融入儒家文化的大

环境后，行围已与自然生态环境提供的可能性产生

了背离。 清朝统治者寄望于在满族发祥地的东三省

地区固守这一“国语骑射”的努力，显然带有更多的

一厢情愿。 而满族的骑射在面对船坚炮利的现代武

器面前，已经失去了其引以为傲的“野战则克，攻城

则取天下”的效果，而八旗亦兵亦农的身份带来的

双重负担、晚清国力衰弱造成的经费支绌等等，都成

为加速八旗骑射的衰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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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乾隆钦定热河志［Ｍ］．沈阳：辽海书社，１９３４．
［９］昭梿．啸亭杂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２１９．
［１０］清仁宗御制文二集：卷 ４［Ｍ］ ／ ／ 故宫珍本丛刊：第 ５８０ 册．海口：

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８０．
［１１］清圣祖实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１２］康熙铁岭县志：卷上［Ｍ］ ／ ／ 辽海丛书：第 ２ 册．沈阳：辽海出版

社，２００９：７６５．
［１３］鄂尔泰．八旗通志初集：卷 ２７［Ｍ］．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５：５１８－５２８．
［１４］陈鹏．清代东北地区库雅喇“新满洲”形成初探［ Ｊ］ ．民族研究，

２００８（１）：７６－８４．
［１５］赵尔巽．清史稿［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３８６７．
［１６］西清．黑龙江外记：卷 ３［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２８．
［１７］大学士鄂尔泰等议奏挑选八姓打牲壮丁充为披甲等情折：雍正

十年二月初一日［Ａ］ ／ ／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北京：中国第一历史

档案馆，档号：７７８－０００３．
［１８］南怀仁．鞑靼旅行记［Ｍ］ ／ ／ 李澍田．长白丛书初集．长春：吉林文

史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３７－１４１．
［１９］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Ｍ］ ／ ／ 李澍田．长白丛书初集．长春：吉林

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０６．
［２０］吴振棫．养吉斋丛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２１０．
［２１］民国黑龙江志稿［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
［２２］萨英额．吉林外纪［Ｍ］．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４５．
［２３］清世宗实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２４］清仁宗实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２５］大学士鄂尔泰等议奏于山海关外中后所驻兵等情折：雍正朝

［Ａ］ ／ ／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
７７８－０００３．

［２６］寄谕盛京将军恒禄等明年拣选材技优长之满洲锡伯等送来围

场：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初三日［Ｍ］ ／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

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 ９ 册．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１：５５３．
［２７］直隶热河兵备道明山保呈报动用贮备赏银两发给盛京学习行

围官兵路费事：乾隆三十八年九月十三日［Ａ］ ／ ／ 录副奏折．北
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０３－０７０５－０４１．

［２８］直隶热河兵备道伊桑阿呈报动支库备赏项下银两发给学习行

围之盛京黑龙江官兵路费事：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十六日［Ａ］ ／ ／
录副奏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０３－０７１３－０６５．

［２９］直隶热河兵备道明山保呈报动支道库银两发给盛京等处学习

行围中箭官兵赏银事：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十五日［Ａ］ ／ ／ 录副奏

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０３－０７０５－０３２．
［３０］直隶热河兵备道明山保呈报动支道库银两支给盛京等三省学

习行围官兵赏银事：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九日［Ａ］ ／ ／ 录副奏折．
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０３－０７０７－０３４．

［３１］阿桂．乾隆盛京通志［Ｍ］．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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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清高宗御制诗五集［Ｍ］．故宫珍本丛刊：第 ５６７ 册．海口：海南出

版社，２０００：５３．
［３３］寄谕刑部侍郎荣柱等断不可蓄意挑补其子弟文职而舍骑射等

技艺：乾隆五十年五月十七日［Ｍ］ ／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

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 １８ 册．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１：５０９．
［３４］吉林将军富俊奏为吉省白山书院需人请旨将废员马瑞良［辰］

改发吉林专司教读事：道光二年六月十五日［Ａ］ ／ ／ 朱批奏折．北
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０４－０１－０１－０６４０－０２８．

［３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 ２７ 册［Ｍ］．桂
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６５．

［３６］吉林将军富俊奏请赏发书籍清文条例以资治理事：道光五年二

月初七日［Ａ］ ／ ／ 朱批奏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０４
－０１－３８－００２６－０２６．

［３７］寄谕盛京将军福康安着留心训练盛京满洲兵务令技艺精强：乾
隆四十四年九月初七日［Ｍ］ ／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满

文寄信档译编：第 １４ 册．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１：６２０．
［３８］寄谕盛京将军增海到任后仿效前任尽力整饬满洲营伍：乾隆三

十七年六月十七日［Ｍ］ ／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满文寄

信档译编：第 １０ 册．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１：５６５．
［３９］俞拓基．沈行录［Ｍ］ ／ ／ 燕行录全集：卷 ３８．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

部，２００１：１６０－１６１．
［４０］陕甘学政宋澍奏为骑射清语为旗人根本请饬将军都统通饬令

将清语一并学习事：嘉庆五年七月初二日［Ａ］ ／ ／ 朱批奏折．北
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０４－０１－３８－０１０８－０２０．

［４１］成海应．燕中杂录［Ｍ］ ／ ／ 燕行录续集：卷 １２１．首尔：尚书院，
２００８：７９２．

［４２］盛京将军那苏图等奏请令兵丁冬季围猎操练折［Ｍ］ ／ ／ 雍正朝

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８：２１３０．
［４３］寄谕黑龙江将军都尔嘉等将索约勒积围场分赏给原献之索伦

蒙古等：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Ｍ］ ／ ／ 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 ２１ 册．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１：
５３９．

［４４］光绪吉林通志［Ｍ］．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９７．
［４５］寄谕盛京将军琳宁着嗣后围猎务期多得老虎不得充数搪塞：乾

隆六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Ｍ］ ／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

满文寄信档译编：第 ２４ 册．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１：４８１．
［４６］盛京将军噶尔弼奏报审理城守尉舒弥达案情折［Ｍ］ ／ ／ 雍正朝

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８：１２７７．
［４７］盛京将军玉明、盛京副都统宝山奏为遵旨训练官兵整顿营伍并

筹拟照章举行围猎事：同治元年二月十六日［Ａ］ ／ ／ 朱批奏折．北
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０４－０１－１８－００４６－０１８．

［４８］清穆宗实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４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上谕档：第 ６ 册［Ｍ］．北京：档案出

版社，１９９１：４３．
［５０］何永智．清代盛京户部“赴京领饷”制度及其嬗变：兼论东三省

俸饷筹措［Ｊ］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２０１９（８）：５２－６１．
［５１］吉林将军富明阿、署理吉林副都统毓福奏为遵旨举行围猎并请

赏加吉林官兵全俸等事：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一日［Ａ］ ／ ／ 朱批奏

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０４－０１－１８－００４６－０５４．
［５２］署理吉林将军毓福奏为奉旨会同查办事件拟派妥员循例督兵

入山举行围猎事：同治九年十月二十六日［Ａ］ ／ ／ 朱批奏折．北
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０４－０１－０１－０９０８－００１．

［５３］盛京将军玉明、盛京户部侍郎和润奏为呼伦贝尔布特哈二处照

旧围猎事：同治元年十二月十六日［Ａ］ ／ ／ 朱批奏折．北京：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０４－０１－１８－００４６－０７１．
［５４］署理黑龙江将军德英奏报围猎完竣日期事：同治八年十一月初

七日［Ａ］ ／ ／ 录副奏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０３ －

４７７５－１００．
［５５］徐宗亮．黑龙江述略［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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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围”与骑射：清代满族八旗尚武精神的弘扬与消颓


